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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

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

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

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

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

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

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关关 键键 词词：新移民；定居意愿；Logistic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000-0690(2014)07-0780-08

伴随着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大批新移

民涌入大城市。进入 21世纪，1980年后出生的新

生代逐渐成为新移民的主体[1，2]。新生代融入流入

地社会的意愿更强烈，其落叶归根的观念也更为淡

薄[3，4]。然而，由于城乡分割、户籍藩篱、社会排斥和

歧视的存在，及迁移者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不足，新移民在流入地仅维持一种暂居的状态，未

能实现向所在城市永久居民的转变。近年来，“蜗

居”、“蚁族”和“逃离北上广”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

热点，反映解决新移民定居问题的紧迫性。因此，

有必要探讨新移民在大城市定居的意愿及其机制，

从而为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当前人口迁移的主

体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例如，新移民受教育程度和

职业技能有所提升，外出目的从纯粹的赚钱养家糊

口走向多元，更多考虑到个人发展和生活水准等因

素[3~5]。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新移民的住房状况存在

较大差异，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因素仍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6]。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成

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的趋势，不再

囿于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5, 7]。新移民的

迁移模式趋向多元，存在定居城市、循环流动和返

回家乡等多种模式，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流入地定

居[8~10]。总而言之，新移民群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

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认同、居住模式、社会

网络、流迁模式以及迁移目的等多个方面[6, 10~12]。

已有文献通过“出售老家房产”[13]、“落户城

市”[14]以及“长期定居城市”[15]等指标，从社会学、人口

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测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定居意

愿。结果显示，希望在迁入地定居的新移民占调查对

象总数的14%~27.4%[16，1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

越多的新移民希望留在迁入地城市发展和定居[17]。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受到其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制度、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共同

影响[9, 18]。首先，女性、未婚、高学历、高收入、从事

正规职业、在迁入地购房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迁

移者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9, 18，19]。其次，户籍壁垒

一向被认为是阻碍外来人口在迁入地定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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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14, 18]。然而，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流动

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户籍对人口流动和定居的抑制

作用正逐渐弱化，市场和迁移者自身因素的作用逐

渐凸显[9, 15, 20]。第三，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越

大、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就越容易在迁入地定居，定

居的意愿也更强烈[20，21]。此外，对迁入地强烈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也能强化新移民的定居意愿[22]。然

而，大部分研究仅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

新移民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问题。事实

上，到异地求职和经商的大学毕业生以及经营者的

数量正迅速增多，其社会经济特征和定居意愿与传

统的农民工有较大的区别。

为此，本文将以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

郑州6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的数

据，探讨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以及新

移民定居意愿的分化。

11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所搜集的一手

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数

据。课题组于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在广州、

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组织问卷调查。案例

城市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上述6市分别为

华南、华东、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典型城市，也是

各地区主要的新移民集中地；二，结合调查开展的

现实条件，如案例城市是否有研究合作者等等。问

卷含82条问题，涵盖住房、就业、社保、社会生活、城

市管理、社会认同和个人基本状况等7个方面。本

调查的新移民样本为在案例城市定居2 a或以上的

外来迁移者，不包括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正式职工。调查对象分为3类：智力型新移民、劳力

型新移民和投资型新移民。智力型新移民指受过

高等教育（大专或本科教育），现在本市工作的大学

毕业生；劳力型新移民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高中

学历或以下），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

体；投资型移民，是指拥有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

馆等产业的小业主。本研究采用“是否愿意在所在

城市长久定居”这一指标测量定居意愿。

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每

个城市收集样本 550份。智力型移民、劳力型移

民、投资型移民配额为150∶200∶150。调查共派发

问卷 3 300 份，回收 3 234份，获得有效问卷 3 168

份，有效率为96%。同时，课题组采用滚雪球法寻

找受访者，即通过既有调查对象寻找新的调查对

象，每个调查对象最多推荐3位新的调查对象，依次

滚动，并尽量避免样本过分集中在某个年龄段、性别

以及职业类别。滚雪球法的缺点是样本对总体的代

表性不足，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大量具有相同

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目标，因此适用于本次调查。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为（表 1）：① 平均年龄

为 28岁，智力型新移民相对于其他 2个群体更年

轻；② 智力型和劳力型新移民以未婚者居多，而投

资型新移民大部分已成家；③ 3类新移民的本市户

籍持有率很低，尤其以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为

甚；④ 智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大专或以上，劳

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以下，投资型移民

介于两者之间；⑤ 职业方面，新移民的职业层次较

低，大多从事一般职员等类型的工作，3类群体的职

业结构差别不大；⑥ 收入方面，新移民的月可支配

收入主要介于 1 000~3 000元之间，其中投资型新

移民的收入水平高于智力型新移民，而后者高于劳

力型新移民；⑦ 就住房模式而言，新移民以租住为

主，投资型新移民的住房自有率最高。

22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新移民同意或非常

同意“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的说法，显示其

强烈的定居意愿（表2）。其中，愿意在所在城市长

久定居的新移民高达58.80%，选择“不同意”或“完

全不同意”的只占新移民总数的18.72%，表示难以

做出决定的新移民比率仅为3.10%。就3类不同类

型的新移民而言，高达64.47%的投资型移民愿意在

所在城市长久定居，智力型移民次之（62.71%），劳

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52.19%）。同样地，

23.72%的劳力型移民不愿意在所在城市定居，高

于投资型移民（17.82%）和智力型移民（12.71%）。

33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因素，参照前

人研究，把全体新移民划分为定居者和非定居者2

个组别[9, 18, 20]。具体而言，对于问卷中“我愿意在这

个城市定居”的说法，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

受访者划归为定居者，选择“一般”、“不同意”和

“完全不同意”的受访者划归为非定居者，选择“说

不清”的受访者被剔除出模型。将从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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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经历、制度因素、社会网络、社

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理因素8个方面比较定居

者和非定居者的差别（表3）。

和非定居者相比，定居者主要以女性为主

（52.8%），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

42%），收入较多（月收入 3 001元以上达 22.1%），

住房自有率较高（14.7%）。就制度因素而言，定居

者在本市户籍拥有率（15.5%）以及本地公共福利

享有率（43.2%）方面均高于非定居者。就社会网

络而言，有意向定居的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有更

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仅在本地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2个），与本地人的交往也更为密切（11.4%的定居

者和本地人成为好朋友）。本文从语言、生活方

式、身份和社会地位等4方面探讨社会认同感对定

居意愿的影响作用。定居者对当地语言的熟悉程

度较高，75.6%的定居者对当地语言“能听又能

说”，高于非定居者（61.3%）；相对于非定居者

（5.7%），定居者（14.8%）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人更接

近；身份认同方面，15.4%的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

地人，只有3.2%的非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社

会地位方面，47.3%的定居者认为自己和本地人平

等，远高于非定居者（28.0%）。由此可见，定居者

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明显优于非定居者。生

活满意度方面，定居者（57.93分）的评价明显高于

非定居者（51.93 分），其在本地定居的能力也更

强。而地理因素方面，67.9%的新移民希望留在中

表表11 六市新移民的基本特征六市新移民的基本特征

Table 1 Socioeconomic profiles of new migrants in the six cities

样本数量（个）

年龄（岁）

在本市生活的时间（a）

婚姻状况（%）

户口（%）

受教育程度（%）

迁移经历（曾工作过的城市：个）

职业（%）

经济收入（元/月）

住房状况（%）

均值（Mean）

未婚/离婚/丧偶

已婚

非本市户籍

本市户籍

初中及以下

高中（包括中专）

大专及以上

专业人士

个体商户/自我雇佣

管理人员

其他人员

无收入

<1000

1001~3000

3001~5000

>5001

自有住房

非自有住房

全体新移民

3168

28

3.44

59.12

40.88

88.05

11.95

31.50

30.52

37.98

1.53

9.01

25.34

4.12

61.53

1.00

13.63

65.82

13.23

6.32

11.45

88.55

智力型移民

984

26

3.18

80.79

19.21

73.30

26.70

0.00

0.00

100.00

1.46

4.82

35.23

2.83

57.12

1.05

7.01

67.03

18.81

6.10

13.67

86.33

劳力型移民

1320

27

3.37

61.09

38.91

96.45

3.55

48.03

51.97

0.00

1.34

12.13

17.62

5.32

65.03

1.32

22.52

73.63

2.02

0.51

6.21

93.79

投资型移民

864

32

3.78

31.45

68.55

91.66

8.34

41.78

34.72

23.50

1.58

9.83

15.32

3.72

71.13

0.30

7.71

52.92

23.7 4

15.3 3

17.18

82.82

表表22 新移民对新移民对““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说法的认同程度说法的认同程度（（%%））

Table 2 The choices on question“I want to settle down in this city”of new migrants (%)

全体新移民

智力型移民

劳力型移民

投资型移民

非常同意

9.31

10.98

8.33

8.91

同意

49.49

51.73

43.86

55.56

一般

19.38

22.85

20.00

14.47

不同意

15.56

9.86

20.08

15.16

完全不同意

3.16

2.85

3.64

2.66

说不清

3.10

1.73

4.09

3.2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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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城市定居，远高于东部的新移民（57.1%）。

进一步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新移民定

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并依新移民的类型分别建立4

个模型：模型1为全体新移民定居意愿模型，模型2

为智力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模型3为劳力型移民

定居意愿模型，模型 4为投资型移民定居意愿模

型。选取受访者的定居意愿为因变量，如果受访

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在所在的城市定居”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0。模型的自变量涵盖表3所示的八

大类18个指标，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个

人收入对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年龄”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反映年龄越大，

定居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新移民

外出时间更长，已经较为适应现有的生存环境，并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其中，投资型移民的

分析模型明显受到年龄因素影响。“性别”与定居

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男性的定居意愿仅为女性的

77.6%。而这种变量关系同样存在于智力型移民

和投资型移民的分析模型中。“文化程度”与定居

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大专及以上”样本的定居

意愿是“初中及以下”样本的 1.219倍。文化程度

的影响作用在模型4中尤为明显，“大专及以上”和

“高中和中专”样本的定居意愿分别为参照组的

表表33 定居者与非定居者特征分析定居者与非定居者特征分析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with and without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岁）

婚姻状况（%）

社会经济特征

文化程度（%）

职业（%）

个人收入（%）

住房产权（%）

迁移经历

男

女

未婚/离婚/丧偶

已婚

初中及以下

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上

专业人士

个体商户/自我雇佣

管理人员

其他人员

1000元以下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元以上

居住在自有住房内

居住在非自有住房内

在本市定居时间（a）

定居者

47.2

52.8

28.4

59.2

40.8

28.6

29.4

42.0

8.9

27.0

3.7

60.4

13.7

45.2

18.9

22.1

14.7

85.3

3.5

非定居者

53.7

46.3

27.8

60.0

40.0

34.6

32.2

33.3

9.5

23.0

4.7

62.9

15.8

51.1

17.7

15.4

7.1

92.9

3.3

变量

制度因素

户籍（%）

与本地人的公共福利差异（%）

社会网络

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个）

与本地人的交往状况（%）

社会认同

对本市语言的熟悉程度（%）

与本地人生活方式的差异（%）

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与本地人相比是否平等（%）

生活满意度（满分100分）

地理因素（%）

东部（广州/东莞/杭州/沈阳）

中西部（郑州/成都）

本市户籍

外地户籍

基本一致

有很大差异

至少有一个好朋友是本地人

没有

能听又能说

能听不能说

不能听又不能说

大致一致

不一致

本市人

非本市人

平等

不平等

定居者

15.5

84.5

43.2

56.8

2.0

11.4

88.6

75.6

21.1

3.2

14.8

85.2

15.4

84.6

47.3

52.7

57.9

57.1

67.9

非定居者

6.8

93.2

33.7

66.3

0.0

7.0

93.0

61.3

31.3

7.4

5.7

94.3

3.2

96.8

28.0

72.0

51.8

42.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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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44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新移民定居意愿的Logistic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of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注：*、**、***分别代表P<0.1、P<0.05、P<0.01；B为回归系数，S.E.为回归系数标准误差，Exp(B)为发生比。

因变量（愿意=1，不愿意=0）

年龄

性别（参照组=女）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离异/丧偶）

文化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职业（参照组=其他人员）

个人收入状况（参照组=1000元以下）

住房产权（参照组=居住在非自有

住房内）

在本市定居时间

户籍（参照组=外地户籍）

与本地人的公共福利差异

（参照组=有很大差异）

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

与本地人的交往状况

（参照组=没有本地人朋友）

对本市语言的熟悉程度（参照组=不能听又不能说）

与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差异

（参照组=不一致）

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参照组=其他，包括不清楚）

自己和本地人是否平等

（参照组=不平等）

生活满意度

城市（参照组=中西部城市）

Constant

Model Chi-Suqare

-2 Log likelihood

Percentage Correct(%)

样本量

自由度

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上

专业人士

个体商户/自我雇佣

管理人员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元以上

能听不能说

能听又能说

模型1

B

0.015**

-0.254***

-0.042

0.067

0.198*

0.060

0.104

-0.086

0.078

0.203

0.432***

0.171

0.092**

0.389**

-0.039

0.115***

0.327**

0.364*

0.751***

0.366**

0.953

0.395***

0.082***

-0.375***

-4.167***

478.651***

3634.144

67.4

3069

24

S.E.

0.007

0.083

0.115

0.105

0.114

0.141

0.098

0.202

0.122

0.147

0.155

0.148

0.038

0.153

0.089

0.037

0.147

0.195

0.191

0.153

0.189

0.088

0.008

0.095

0.426

Exp

(B)

1.015

0.776

0.959

1.070

1.219

1.061

1.110

0.918

1.081

1.225

1.540

1.187

1.097

1.475

0.962

1.121

1.387

1.439

2.120

1.441

2.593

1.485

1.085

0.687

0.016

模型2

B

-0.025

-0.444***

-0.019

-

-

-0.278

-0.129

-0.320

0.371

0.244

0.564*

-0.368

0.112

0.360*

-0.286*

0.048

0.58**

0.435

0.855**

-0.043

1.070***

0.495 ***

0.144***

-0.179

-5.540***

198.295***

1067.564

72.6

967

24

S.E.

0.025

0.156

0.238

-

-

0.345

0.159

0.435

0.282

0.310

0.327

0.247

0.074

0.193

0.163

0.073

0.274

0.348

0.346

0.262

0.270

0.165

0.018

0.183

1.780

Exp

(B)

0.976

0.641

0.981

-

-

0.757

0.879

0.726

1.449

1.277

1.758

0.692

1.118

1.445

0.751

1.049

1.791

1.545

2.351

0.958

2.915

1.640

1.155

0.836

0.004

模型3

B

0.008

-0.045

0.039

-0.061

-0.392

0.240

0.372**

0.084

0.015

0.098

-0.175

0.797***

0.101*

0.303

-0.027

0.417**

0.077

0.559*

0.850***

0.620**

1.063***

0.425***

0.057***

-0.337**

-3.425***

160.302***

1584.826

64.1

1266

24

S.E.

0.010

0.127

0.176

0.131

0.424

0.190

0.162

0.274

0.157

0.232

0.405

0.301

0.057

0.430

0.134

0.246

0.057

0.328

0.322

0.244

0.355

0.136

0.013

0.146

0.615

模型4

Exp

(B)

1.008

0.956

1.040

0.941

0.676

1.271

1.451

1.088

1.015

1.103

0.839

2.219

1.106

1.355

0.973

1.518

1.081

1.749

2.340

1.859

2.896

1.529

1.059

0.714

0.033

B

0.031**

-0.370**

-0.141

0.422**

0.814***

-0.066

0.171

0.022

-0.228

0.186

0.254

0.103

0.087

1.094**

0.237

0.281***

-0.224

0.273

0.890**

0.517

0.666

0.139

0.063***

-0.508**

-4.005***

177.587***

887.126

72.6

836

24

S.E.

0.013

0.175

0.230

0.192

0.252

0.280

0.229

0.430

0.316

0.334

0.325

0.276

0.077

0.473

0.197

0.075

0.273

0.372

0.363

0.329

0.443

0.179

0.016

0.198

0.839

Exp

(B)

1.032

0.691

0.869

1.525

2.257

0.936

1.186

1.022

0.796

1.204

1.289

1.108

1.091

2.987

1.267

1.324

0.799

1.314

2.434

1.677

1.947

1.149

1.065

0.602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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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 倍和 1.525 倍，但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不显

著。“个人收入”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参

照组相比，当新移民个人收入达到 3 001元以上，

其定居意愿达到1.54倍。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时

候，“婚姻状况”、“职业”和“住房产权”对总体新移

民定居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新

移民的职业层次和住房自有率普遍较低。例外的

是，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受到“职业”和“住房产

权”的显著影响：个体商户和自我雇佣者的定居意

愿是其他职业从事者的1.451倍，而房产拥有者的

定居意愿是租房者的2.219倍。

在制度因素方面，“户籍”与全体新移民的定

居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本地户籍新移

民的定居意愿是没有本地户籍新移民的 1.475

倍。同样地，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也受

户籍因素的显著影响，但劳力型移民不受户籍因素

的影响。“公共福利差异”对总体新移民、劳力型移

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仅与智

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存在较弱的负相关。这说明

公共福利方面的因素对智力型移民影响更大。

在社会网络方面，“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

量”和“与本地人交往状况”均能显著地提高新移

民在本市的定居意愿。对于所有新移民而言，在

本市内每增加 1 位好朋友，其定居意愿提高

12.1%。如果好朋友中有本地人，其定居意愿更会

提高38.7%。社会网络在其余3个模型当中均发挥

显著作用。其中，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

主要受“好朋友数量”的影响，而智力型移民则主要

受“与本地人交往”的影响。可见，前者在城市的社

会关系偏重于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传统社会网

络，但与本地人之间仍存在社会隔阂[23]，后者则致

力于与本地人交往，通过本地化社会网络的建立，

实现在迁入地扎根。

在社会认同方面，4组变量均与全体新移民的

定居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反映社会心理因素是新

移民迁移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模型1显示，新

移民对本市语言越熟悉、其生活方式越接近于本地

人、越具有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拥有本地人的社

会地位，其在本市定居的意愿则越强烈。相对而

言，社会认同因素在模型 2（智力型移民）和模型 3

（劳力型移民）中十分显著，而在模型4中仅有“对本

市语言熟悉程度”一项与因变量有显著关系，反映

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社会认同感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地域差异。结果

显示，对全体新移民而言，东部城市样本的定居意

愿仅为中西部城市的68.7%。这可能是因为广州等

东部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获得当地户口

的难度很大，与中西部城市相比具有更高的进入门

槛。不少新移民到这些城市只是抱着一种打工的

心态，有一定积蓄后便回到家乡或到其他生活成本

更低的城市。相对于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而言，智

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这

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仅支付能力更高，也更容易获得

当地户口。此外，东部大城市在文化娱乐和时尚

消费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城市，智力型移民在这方

面的需求更高，因此偏好于在东部城市定居。

其他方面，“迁移经历”与因变量呈现正相关，

随着新移民在本市定居的时间增加，其定居意愿

也不断提升。但是，这种变量关系仅存在于总体

分析模型和劳力型移民分析模型中。在 4个模型

中，“城市生活满意度”与新移民定居意愿均呈显

著的正相关，即新移民对在所在城市的生活越满

意，其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烈。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女性、高学历、高收入、

在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一定社会

资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

高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

的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

同和地理因素等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较高，反映

了它们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模型

2~4显示，3类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已出现

分化。就智力型移民而言，性别、与本地人交往和

社会认同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最突出，而个人

家庭特征、迁移经历、制度以及地理等因素的作用

相对较弱。这是因为智力型移民具有较高的人力

资本和适应能力，更容易获得本地户口并与本地

人建立社会关系，对其个人发展的前景也较为乐

观，因此在定居决策的时候更偏重于迁入地的人

文环境和社会包容性，对当前的户籍状况和经济

状况相对不太重视。就劳力型移民而言，职业（尤

其是“个体工商户”）、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

认同以及所在城市等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最为突

出。这反映了对于低学历的外来工而言，可资利

用的资源以及融入城市的途经十分有限。通过进

城打工和熟人的帮助积累原始资金和经验，然后

创业当老板并最终在本市购房入户是他们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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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地永久定居的唯一方法 [23,24]。就投资型移民

而言，对其定居意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年龄、性

别、学历、好朋友数量、户籍以及地理等因素，而受

社会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少，表明投资型新移民选

择在迁入城市定居，所考虑的并非文化心理方面

的因素，而是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

量，以及户籍壁垒等制度性因素。

44 结论与讨论

实证表明，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定居意向及其影

响因素存在下述特点：①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较高，

超过一半的新移民有在所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就

其内部而言，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

移民次之，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② 新移

民的个人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呈弱相关关系，反映

了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的不匹配：希望定居的新移

民不具备定居能力，而具备定居能力的新移民却不

愿意留在所在城市。③ 女性、高学历、高收入、在

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当地社会资

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高

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的

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同

和地理因素等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

素。④ 由于智力型、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遵循

不同的路径融入流入地社会，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因

素也不尽相同。对智力型新移民而言，与本地人交

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对劳

力型新移民而言，职业、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

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对投资型新移

民而言，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较强而文化因素的

作用较弱，人力资本、社会网络、户籍和地理因素是

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何实现城市

新移民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相结合，逐步建

立完善的新移民安置机制，引导新移民融入城市

社会，是解决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此

背景之下，新移民定居意愿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流入城

市的新移民承受了制度变迁与身份变迁的“双重”

压力。实证表明，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多样化的

群体，其定居意愿以及影响机制正逐渐分化。因

此，在新移民定居城市问题的政策应对上，各级政

府部门应该针对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实际需求，逐

步消除制度壁垒，帮助新移民重塑市民身份，促进

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实现政策融入和身份融入，

以实现新型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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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LIU Yu-qi1,2, LIU Ye3, LI Zhi-gang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C1E 6BT, United Kingdom;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x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hina's large cities have witnessed massive inflows of new migrant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ew millenni-

um.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igrants into destination cities hinges on their ability to and inclination to settle

down in the destination. New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has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

and the media, but such topic remains under-researched in China's migration literature. Previous studies on mi-

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have focused merely on poorly educated rural migrant workers, devoting insuffi-

cient attention to the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new migra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in six c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patterns and determi-

nants of new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migrants.

Our descriptive results show that new migrants generally have rather strong intention to settle down in destina-

tion cities, and that 58.8% of them intend to live in the destination city permanently. However, their intention to

settle down may not be translated into ac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capabilities of settling down. Results from lo-

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dicate that female, well-educated, high-income, established migrants and migrants

whose migration destinations are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who have local hukou status,

abundant local social capital, strong local identities, and high life satisfaction have stronger intention to settle

down in the destination city, and that income levels, hukou status, social networks, identities, and places of resi-

dence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is regard. We further divided new migrants into 3 cohorts: skilled migrants who

have attained a university degree or college diploma, labor migrants with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and

business migrants who run small business such as restaurant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and found that determi-

nants of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vary across different migrant cohorts. Specifically, business migrants

have the strongest intention, followed by skilled migrants and labor migrants. Skilled migrants' intention to stay

permanently in the destination city is determined by their social linkages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destination city, while that of labor migrants is jointly affected by their occupation, property

status, social capital, identities, and places of residence. With regard to business migrant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places of residence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shaping their settlement in-

tent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ina's new migrants become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the set-

tlement intention, and that they integrate into the host urban society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Therefore, it is nec-

essary for governments at all scales to enact different policies designed for particular migrant cohorts.

Key wordsKey words: second generatio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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